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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国韬教授所著《古代教坊与文学艺术研
究》一书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将在
中华书局出版，请我写序。为了撰写序言，我重
新阅读了国韬各种著述，并且大致了解了相关
学科的学术史。在阅读的过程中，引发了一些
回忆与感想。

壹
1990年，我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后，回到中

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国韬1992年考
入中文系，我给他们年级上了中国古代文学史
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两门课。国韬最早的学术兴
趣是古代诗文和诗文批评，本科之后，国韬的主
攻领域则是中国戏曲史研究。他在硕士阶段师
从罗斯宁教授，博士阶段师从康保成教授，博士
后阶段转到历史系师从景蜀慧教授。

中国传统学术非常讲究师承，师承有各种不
同方式。如果从高校人才培养而言，主要有“转
益多师”和“一站到底”两种。前者是指曾求学于
多所不同大学，后者是指只求学于一所大学。这
两种方式各有好处。“转益多师”式比较普遍，它
是不同学缘的多元交叉，可以更开放地吸收不同
学风、学派的长处。“一站到底”式师承较少，其成
功例子往往是在那些一流高校的高峰学科，最优
秀的学生得到一批名家的培养，以师徒传授、衣
钵相传的培养方式，濡染浸淫，来传承其纯正的
基因血脉。据说在清华大学，连续在本校读本
科、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学生被戏称为“三清团”。
国韬的本科、硕士、博士乃至博士后皆在中山大
学完成，所以，我戏称他为“四中全汇”。

我曾经说过：一个传承有序的学者群体和
一位杰出学者还是不一样的，就像一条延绵山
脉和一座独秀孤峰、一片森林和一棵大树是不
一样的。中山大学的戏曲史学科团队就是“延
绵山脉”和“一片森林”。自从 20世纪中叶，王
季思、董每戡先生到中山大学执教，他们是古代
戏曲研究的双子星座，共同创立了中山大学戏
曲研究这一海内外闻名的学术重镇。此后，其
学术传统薪火相传，从不间断，形成一个渊源有
自、传承有序的优秀学科。王季思、董每戡先生
是第一代，黄天骥、吴国钦、苏寰中先生是第二
代，康保成、欧阳光、黄仕忠、罗斯宁、董上德、戚
世隽等教授是第三代，而黎国韬教授则是第四
代的代表性学者。

近二十年来，国韬作为中山大学戏曲研究
团队第四代学人，主要关注的是“中国早期戏剧
史”和“中国戏剧史料学”，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又有所推进和拓展。他的研究以文学史为
基础，将之扩展到戏曲史、礼乐制度、艺术史及
跨学科领域，形成了以文史互证为基础、注重多
学科交叉的研究特色。

贰
坦率地说，和诗文研究或者小说研究相比，

戏曲研究的现状是比较冷落的。无论是作者还
是读者，都比较小众。从研究对象来看，对于元
曲的文体、文献、文本、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前人
之述备矣，可供挖掘的空间已不多了。若无新
变，不能代雄。自王国维以来，戏曲学界主要关
注元明清三代。近年有学者提出“向下一路”，
重点关注晚清以来的戏曲史。国韬则明确提出

“向上一路”，即以“古剧”或“中国早期戏剧史”为
新的目标。按他的想法，“中国早期戏剧史”是指
先秦至宋金时期的傩仪傩戏、傀儡戏、参军戏、假
面戏、目连戏、歌舞戏、优戏、杂剧、院本、影戏等
各种戏剧形态，以及一部分与戏剧形成和戏曲生
成存在密切联系的散乐百戏、乐舞表演和讲唱艺
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全面辑录中国早
期戏剧史料，研究中国戏剧起源、仪式戏剧特征、
娱人戏剧产生、脚色制出现、中国戏曲形成、各种
古剧形态及其价值等重要问题。二十多年来，国
韬就是按这个计划一步步推进的。近二十年，国
韬出版了《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先秦至两宋乐
官制度研究》《古剧考原》《古剧续考》《古剧三考》
《中国早期戏剧形态考论》《古诗、古剧、古乐、古
文化新探》《清商乐与清商曲辞论集》等10部著
作，虽然涉及中国戏剧史、诗歌史、音乐史等方面
研究，但总体上比较集中在早期戏剧史研究上。
而《古代教坊与文学艺术研究》论及八朝教坊，其
中“唐、五代十国、宋、辽、金”均与古剧时代有重
合，所以这部书稿也可看作国韬全面探索古剧的
组成部分。

在戏曲学界，国韬是最早尝试从“乐官制度”
的角度切入研究中国戏曲史的学人之一，他对
乐官制度持续研究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此
前，王国维虽也研究乐制，但他认为乐制对于戏
剧戏曲发展是一种阻碍，国韬的观点正好相
反。国韬对教坊问题的探索始于2000年初。当
时，他受导师康保成教授启发，以《古代乐官与
古代戏剧》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该论文获
得全国百优博士论文奖提名奖，2004年由广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山
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在合作导师
景蜀慧先生启发和指导下，撰写《先秦至两宋乐
官制度研究》一书，2009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
版。此后十多年，国韬仍不断搜集相关史料，继
续探索相关问题，并在《文学遗产》《音乐研究》
等刊物发表过多篇相关论文。

国韬在《中国早期戏剧形态考论》中曾明确
提出建构“中国戏剧史料学”的设想，认为它至
少包括“戏剧文献史料学”“戏剧文物与图像史
料学”“戏剧口述史料学”三个基本分支，是研究
中国戏剧各种类型史料的源流、真伪、价值和利
用方法的科学，也是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中一门
基础和重要的辅助性学科。可以说，“通过史料
说话”是国韬研究早期戏剧形态的一种主要方
法。由于先秦至宋金时期的戏剧戏曲剧本遗存
甚少，不得不依靠大量散见史料作为研究基础，
所以，他的研究都是从基本史料的辑录和整理
开始。《古代教坊与文学艺术研究》的写作，也以
辑录、整理、编年的一千三百馀条教坊散见史料
以及教坊专书、教坊戏剧等的点校作为基础，体
现出“无征不信”的治学传统。国韬近年来多次
倡导建构“中国戏剧史料学”，并正在编撰《中国
早期戏剧文献史料辑存》《中国早期戏剧文物与
图像史料辑存》《中国戏剧史料学》诸书，亦皆与
这种研究方法有关。

这本《古代教坊与文学艺术研究》就是“中
国早期戏剧史”和“中国戏剧史料学”这一学术
经纬交织的产物。

叁
教坊是中国古代掌管乐舞、戏剧的一个机

构，该机构历史悠久，与宫廷和民间的文学、音
乐、舞蹈、百戏、戏剧、戏曲、乐官、乐户等存在密

切联系，非常值得研究。《古代教坊与文学艺术
研究》即以这个机构作为研究对象，它为学界提
供了古代乐制与戏曲研究的新视角。这本书的
精彩之处甚多，我读了此书有许多收获，限于篇
幅，只能择要而谈。

本书非常注重使用实证研究方法，结论皆
遵循论从史出原则。比如教坊史述方面，即以
大量史料为基础，以“制度”“乐人”“伎艺”为核
心，勾勒出教坊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从而令
读者对教坊历史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另如教
坊职制研究方面，详细考述了历朝教坊的建置
和沿革，指出教坊制度至少经历过十二次重大
转变，又指出不同时期的教坊往往具有不同职
能，对于文学、艺术等领域产生过不同的影
响。这些工作大多为前人所未做过，扩展了学
界对教坊制度和职能的认知，推动了相关学科
研究的发展。

与此同时，作者注意运用宏观考察与个案
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多个角度切入并选
取若干重要个案进行考析，解决了多个重要学
术问题。比如《唐五代十国教坊诏令考》一节，
搜集到唐五代十国时期有关教坊的诏令五十多
条，进而分析并指出这批诏令曾对教坊发展产
生过重要影响。再如《陆羽〈教坊录〉及相关史
事考》一节，考证出旧题唐人陆羽所撰《教坊录》
一书为后人伪托，纠正了任半塘等先生在这个
问题上的误解。另如《唐北里诸妓若干问题考》
一节，较全面考察了北里饮妓，认为她们对唐代
文学和艺术的繁荣作出过积极贡献。还有《唐
宋教坊四部乐新考》一节，认为《乐府杂录》载有
唐代“八部乐”情况，据此才能较为合理地推导
出宋初“教坊四部乐”。

本书对于教坊戏剧特别重视，并提出诸多
新见解。例如，它在探讨戏曲念白的渊源时，认
为其直接渊源是唐五代两宋时期教坊乐官、乐
人所念诵的致语，从而为戏曲形成的研究提供
了新思路，也部分解释了南戏、传奇说白骈俪化
之原因。在研究宋杂剧箴讽特征时，指出宋教
坊杂剧的箴讽涉及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
等多个方面，不但编剧方式十分巧妙，且演出场
面异常精彩，从而加深了大家对宋杂剧的认
知。又如，本书考证出宋教坊诸部“唯以杂剧为
正色”的年代是在宋宁宗嘉泰二年至理宗绍定
元年之间，从而为中国戏剧史研究提供了重要
的参考节点。再如，书中指出元杂剧的“坐演”
形式渊源于唐代《坐部伎》的表演方式，展现出
唐乐、辽乐、金乐与元曲不为人知的内在联系。
此外，书中指出明教坊司编演的十八种杂剧中
插演了《东方朔偷桃》《四道姑》等五个院本，为
金元明院本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新材料和新观
点；据我所知，一百多年来中国戏曲史学界总共
只发现了六十馀种古院本史料，而且《东方朔偷
桃》院本还是目前所见字数最多、表演形态最完
备的古院本之一。

本书在教坊大曲研究方面也有新见。比
如，指出唐代大曲应根据乐官机构设置而划分
为太常寺大曲、教坊俗乐大曲、法曲型大曲三大
类型，每个类型下面还可划分小类；指出宋教坊
小儿队舞存在男扮女妆的情况和入华胡乐的因
素，唐《云韶乐》则是小儿队童舞的直接渊源；指
出宋教坊女弟子队舞包含六类乐伎，这些乐伎
表演时经常使用绣球、牡丹、彩船、旌节、球杖等
特殊道具；认为北宋《五羊仙》大曲的表演内容
与岭南“五羊仙传说”有关，其出现和传播则与
南汉教坊等存在联系；指出辽宋金大曲对宋金
元戏曲产生过多方面影响，是中国戏曲发展史
上的重要一环。这些见解亦建立在全面搜集史
料和认真考证的基础之上，可以成一家之言。

总体而言，本书为学界提供了大量新材料
和新观点，填补了学术史的一些空白。它再现
了古代教坊的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教坊艺人
的基本情况和教坊伎艺的基本特点，展现出教
坊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重写中国
戏曲史，认识古代礼乐传统与民族优秀文化，均
具重要参考价值。它以跨学科研究方式，打破
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的学科壁垒，将研究对象
置于古代的礼制、乐制、民俗、宗教等具体历史
语境中考察，重新激活了传统文献，拓展了古代
戏剧史、文学史、音乐史、舞蹈史等重要领域的
边界，在方法上也很值得借鉴。

肆
最后，我再谈谈学术之外的感触。
中山大学在广州，但中大的教师中广东人

并不多，广州人就更少了。国韬是中文系少有
的广州人。他是地道的广州人，却是非典型的
广州人。他外貌质朴，为人低调，甚至有些腼
腆，恂恂然若学生状。他不喜社交，不谙世故，
在日常生活中存在感不高，甚至有些不合时
宜。比如，他是中文系唯一不用微信联系的在
职老师，这就像是在众车奔驰的高速路上，出
现一个踽踽步行的人 ，场景是那么的不协
调。我以前深感不解的是：国韬为人低调、内
敛，但他所追求的学术目标又是那么高调、宏
大。他有一个长远的学术规划，希望在全面
辑录和研究中国早期戏剧史料基础上写出
《中国早期戏剧史》，进而重构中国戏剧通
史。《古代教坊与文学艺术研究》就是这项宏
大工程的一部分。他标举“跨学科”研究方
法，其研究既有历史叙述和史料考证，又含文
学文本分析和艺术形态研判，他的研究涉及
历史学、文学、戏剧戏曲学、音乐舞蹈学等诸
多领域。虽然，他的研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
他坚持不懈地朝这个目标努力前行。《古代教
坊与文学艺术研究》的出版，意味着他朝目标
又迈进了一步。读了国韬的诸多著作，我终
于明白，也许正是因为国韬的低调、内敛、喜欢
独处，所以身处闹市，而能坚守寂静，远离喧
嚣。他以近乎自我隔离的方式，赢得更多的读
书、写作时光。也许，他追求的并非日常生活中
的存在感，而是在学术上的获得感。

不同年代的学者有不同的生存际遇。在20
世纪和 21世纪之交，50后、60后学者经过动乱
和改革，陆续收获宽松和自由的学术红利，并且
完成了学术积累，其影响和地位也已渐次形
成。70后学者刚走上学术界，严格的学术规范
和等级已渐次形成。现在，不少 50后、60后学
者仍然坚守学术研究，而80后、90后甚至00后
学者已经在强势追赶。所以目前70后学者所处
的学术境地是颇具挑战性的，要脱颖而出成为
杰出学者，就更不容易了。国韬是当前中国古
代戏曲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影响最大的70后学
者之一，我为他取得的成就深感高兴和自豪。
这也是虽然我在戏曲研究方面并无研究，但仍
应约勉力为其新著写序文的主要原因。

2025年3月于康乐园

（作者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学术委员会
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黎国韬著《古
代 教 坊 与 文 学 艺
术研究》，即将在
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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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25年，六十一岁的茹经老

人唐文治在《自订年谱》中反思
道：

余向主道德教育，迨阅历世
变，始悟性情教育为尤急。

到了翌年，唐文治在《<南洋
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征文集>序》
一文又重提性情教育的新定位：

“故夫有真性情，而后有真学问、
真事业。余向主道德教育，及今
思之，与其为道德高远浑噩之
谈，毋宁言性情教育悱恻感人为
得也。”唐文治一向认为道德、
性情为人材之二维，“学问必本
之性情，然后可谓真学问；经纶
必 根 之 德 行 ，然 后 可 谓 大 经
纶。”至于孰先孰后，则唐氏一
贯以道德为先。直到亲历清末
民初十几年间的“数千年未有之
大变局”，他才重新思考性情教
育之价值，作出了如上论断。于

是，在唐文治教育理念的体系中，“性情教育”
被提升为传道受业的中心轨辙。唐文治认
为，性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情者，性之
用。状东方之色，悱恻缠绵而不可解者也。
无情则无性，无性情则不可以为人。孔子论
《诗》，曰兴观群怨，曰温柔敦厚，皆性情为之
也。”性情厚则可以培其本：“教育之道，一曰
性情，一曰知觉，性情厚所以培其本，知觉灵
所以广其用。”在另一位儒学大家钱穆看来，
如果一定要分辨性情与道德的优先级，则性
情确为道德之源：中国人看性情在理智之上，
有性情激发出行为，那行为又还是再还回到
自己的心上，那便叫作“德”。一切行为发源
于己之性，归宿到自己心上，便完成为己之德，
道德发于性情。

有意味的是，先于唐文治三年，梁启超也在
1922年通过几次演讲集中阐发了其“情感中心”
说。1922年年初，梁启超养病在家，以读陶诗自
娱，竟撰成《陶渊明》专著一部。也就是在本年，
梁启超执教清华学校，应文学社之请，作了题为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系列讲座；同
年5月，他在诗学研究会讲演《情圣杜甫》；同年
11月，他又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讲演《屈原研
究》。梁启超选取这几个课题，意在开掘中国古
典的情感论，从而对国族有淑世之效。

二
1901年，蔡元培在《哲学总论》中引入“美

育”概念，认为美育具有情育的本质，主张“以
美育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说》）。二十年
后，欧游归来的梁启超也围绕“情感中心”提出
了一系列的美育理念，比如“情感教育”“趣味
教育”“移人”等。在梁启超看来，情感教育的
最大效能，便是情感的养成：“艺术家的责任很
重，为功为罪，间不容发。艺术家认清楚自己
的地位，就该知道：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
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挈，
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
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演出来，这才不辱
没了艺术的价值。”（《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
情感》）

欧游时，梁启超曾与伯格森有过一次“长
时间之问难”，这堪称是两位东西方文化巨子
的一次思想碰撞。归国后，梁启超治学主张有
益人生而论文学强调情感，“均可溯源及此”。
论者或曰，梁启超的“情感”论，是对中国传统

“感物”说与伯格森“直觉”说的创造性融合。
梁启超曾提及，“古来大宗教家、大教育

家，都是注意情感的陶养，老实说，是把情感教
育放在第一位。”无论古今，从事情感教育的首
要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与此相照
应的是，梁启超所标榜的“情感”大家，如陶渊
明、杜甫，也在文学层面将情感有着淋漓尽致
的发摅。是故，梁启超目杜甫为“情圣”，称其
诗为“情诗”，称屈原则是“情感的化身”，称陶
渊明是“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梁启超之称
杜甫为“情圣”，并非一时兴到之语。古代诗
评，便称杜甫为“此老钟情之至”。梁启超认
为，杜甫之所以成为公认的“诗圣”，其内在支
撑在于他在情感层面的真诚与深情，而杜诗更
是“直写真情至性”的典范之作。他每买到一
种新的杜集版本，总是欣喜不已；在答《清华周
刊》记者问时，他也把《杜工部集》列入留美学
生应带的书目之一。

“情感中心”“性情教育”，皆可在中国传统
思想资源中找到充分的依据，比较典型的如郭
店竹简提出的“性情”说：“喜怒哀悲之气，性
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
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
便可证明在先秦时期已对性情问题有了颇为
深入的思考。从屈原《惜诵》的“发愤以抒情”，
到《诗大序》的“吟咏性情”，再到陆机《文赋》的

“诗缘情而绮靡”、王衍的“情之所钟，正在我
辈”，可以见出中国的文学传统中也有着重

“情”的鲜明脉络。
梁启超谈艺尚“情感”，论“情感”则尤重“含

蓄蕴藉”，诚如他的譬喻所体现的：“向来写情感
的，多半是以含蓄蕴藉的原则，像那弹琴的弦外
之音，像吃橄榄的那点儿回甘味儿，是我们中国
文学家所最乐道。”（《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
感》）实际上，这一理念与中国传统文论的“隐
秀”之说颇有神理相通之处。从“情感中心”的
立场出发，梁启超对文学史上的诸多问题形成
独具只眼的判断，比如他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
现的情感》中指出，吴伟业的佳作，有时并不在

“梅村体”之列，像《悲歌赠吴季子》“人生千里与
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便是一例。

值得深思的是，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
提倡“情感中心”，也有着回应新文化运动文学
进化论的动机，诚如他说“情感是不受进化法
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
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
步”，这就辅证了其观点：“新事物固然可爱，老
古董也不可轻轻抹煞。”（《情圣杜甫》）同一时
期，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梁启超也作为玄学
派主将发论，认为人类生活除了理智之外，还
有情感，情感“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在学
术著作中，梁启超也触处发挥此旨，比如在《清
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盛赞戴震的“情感哲
学”，且评价《孟子字义疏证》曰：“综
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
代‘理性哲学’。”近代以来，尽
管不少学者意识到了中国古典
文学的美感特质，但囿于理
论体系的先天缺失和概念
术语的缺位，创获甚少，因
此，梁氏论撰从理论的归纳

与提取层面来看，便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三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讲演的

出现，标志着梁启超晚年决绝地走出了自己
从前的“诗界革命”主张。在 20世纪 20年代
前后，梁启超对诗歌内核的把握在于“情感”：

“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情感是宇宙间
的一种大秘密。”（《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
感》）作为“表情之具”的诗歌，其任务即是用
情感来激发人。《<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
（1920）《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1924）《中国
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为文学而文学”
的理论便是此后不断“酝酿发酵”的产物。在
这期间，他致力于发掘中国古典诗歌中所体
现的“‘纯中华民族文学’的美点”，提出了著
名的“情感中心说”。

“情感中心说”有一个认识前提，那就是
梁启超宏观判断欧洲百年物质、精神的变化，

“都是由‘个性发展’而来。”（《欧游心影录》
十）个性本于天赋，而情感则需涵泳。梁启超
尝论诗人“最紧要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
感”，“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
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达出来，这才不辱没
了艺术的价值。”（《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
感》）因此，“不能从单纯审美的角度来理解，
而应放在梁启超后期在欧洲现代精神危机的
参照下，所进行的个体德性启蒙的规划这一
背景下来探讨”。

从“诗界革命”到“情感中心”，并非简单的
善变。实际上，有关梁启超的思想与行止，“流
质易变”的理解障碍已经被学界廓清，学界尤
其认识到梁氏在文化选择与建构的艰难历程
中所秉持的开放包容之文化品格。梁启超的
每一次“易变”，并非是对过往主张进行完全的
颠覆与摧破，而是省思之，损益之，汲取旧说中
的心得之处，纳入新的言说体系之中。

梁启超于1924年《致史地学会同学书》中
曾表达过“拟作《民族醇化与文学》”的计划，这
个没有付诸笔端的论题，逗露出了梁氏对形而
上层面的“诗界大革命”的期待。在梁启超的
理念中，走出“诗界革命”，实际并不意味着文
学“启蒙”功能的实现，但又不得不走出，因为
欧游前后闻见对其思想的冲击，使他认识到重
估传统文学“情感”“趣味”价值的紧迫性。走
出“诗界革命”之后，去向在哪里？那就是走入
全新的“诗界大革命”：期待通过文学艺术的独
立价值来提振民族精神，促成民族气质的“醇
化”；期待文士涤除文学的功利目的，纯粹地

“为文学而研究文学”；期待经过“国家百数十
年之平和发育”之后，能有杜甫、白居易那样的
文学大家“出乎其间”；期待通过文学艺术的独
立价值来提振民族精神，催化民族气质的“醇
化”，“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经过了政体
的“平和发育”以及民族的“醇化”，则到了文学
大家出世的时代，这便是梁启超走入中国“诗
界大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四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其实

是梁启超在清华学校的讲演稿。据梁实秋回
忆，梁启超在讲《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
的，整整齐齐地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
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用浓墨写在宣纸上，十
分美观。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
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
不同。”熊佛西曾回忆当时“看戏”时的精彩之
处说：“先生讲学的神态有如音乐家演奏，或戏
剧家表演：讲到幽怨凄凉处，如泣如诉，他痛哭
流涕；讲到激昂慷慨处，他手舞足蹈，怒发冲
冠！总之，他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
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身入其境。”梁实
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一文，还记述了
梁启超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时
的情景：“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
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
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这次演讲，给听
讲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梁实秋、熊佛西之外还
有曹禺。曹禺曾自述，他正是因为听了梁启超
《情圣杜甫》的演讲，受到“启发而读杜诗的”。
梁启超用极富情感的讲演方式解读了中国韵
文里的情感，在讲演现场乃至报章刊出之后，
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直到今天，我们在《饮冰
室合集》中读梁启超的这一篇讲演文，比较适
合的方式仍是出声地念诵，甚至可以“设身处
地”去体会梁启超在做讲演时的充沛情感。

以《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为代表
的一组讲演稿刊布之后，很快就在民国知识界
被推为经典。上海中华书局印行梁任公《中学
以上作文教学法》时，特意收录《中国韵文里头
所表现的情感》，正如卫士生、束世澂《序言》所
强调的那样，“讲做韵文的方法，登在去年《改
造杂志》上，必须参考的。”梁启超《屈原研究》
《情圣杜甫》等篇，也都曾被收入民国的国文课
本。熊希龄撰《杜诗精选》，也是首载梁启超
《情圣杜甫》一文。从学术史来看，梁任公在演
讲中所拈出的“韵文”术语，也渐为学界所接
受，影响所及，便是龙榆生于十二年后撰成的
《中国韵文史》。

对于《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学界
也多有人予以回应。任公在清华国学研究院
的弟子朱右白的诗文理论便多有发挥师说之
处，注重抒发真性情；罗根泽著《乐府文学史》
亦屡引师说，其中便高度肯定任公对北朝乐歌
情感“没遮拦”的评价。龙榆生《清真词叙论》
曾援引任公“吞咽式”表情法之说，认为还应关
注曲调本身对音节的限制；程千帆则认为任公
对《春江花月夜》的评论显得“平庸”；钱基博曾
指出，“启超论文之旨，则具见于《中国韵文里
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两
文。”两文分工，前文“所以治情感之文”，后文

“则论记载之文与论辩之文者也”。多年以
后，余光中重读《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
情感》一文，也认为梁启超与钱锺书是
最懂李贺的学者，且推崇任公有“敏
锐的直觉”。

（作者是清华大学文学
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
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副教授）


